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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佛教史學研究的背景和焦點 

──以圍繞《四十二章經》的論爭為例 

彭沁沁* 

 

摘要 

  近代佛教史研究是在近代史學變革和佛學復興的背景下展開的，受到

了新舊學術的雙重影響。其治學範圍已經不再侷限於史料的收集與考證，

而是深刻地根植在研究者的史學立場和信仰背景之中，是學者從史學以及

宗教角度對文化傳統之轉化和新學術範例之建構的思考。本文重點在於探

索近代佛教史背後的史學背景，從而說明學者們如何思考歷史研究之門徑

和傳統之重新定位的問題。概括而言，民國佛教史寫作中的分歧主要體現

在兩個問題上，其一是史料和史觀的關係；其二是中國和印度的關係。對

這兩個問題不同的回答，是使得這一時期佛教史研究呈現出不同面貌的重

要原因。以梁啟超、湯用彤和呂澂圍繞著《四十二章經》的論辯為例，可

以透過他們在面對同一歷史文獻和歷史事件時相互對立的觀點和結論，說

明不一樣的史學傾向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具體的佛教史寫作。 

 

關鍵字： 佛教史學、史觀、傳統、《四十二章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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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很多研究者都曾經關注到，作為近代佛教復興的一部分，在知識界突

然興起了一股佛學研究的熱潮，學者們競相研習教理而進退佛說。張曼濤

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指出：「在現代中國佛學研究的過程中，有三支研

究的路向，特別值得注意，第一支就是唯識，第二支是佛教史，第三支是

禪宗。」1 

其中的佛教史研究，大致釐定了佛教自傳入中土以來被接受、流變、

興衰的脈絡，並充分利用當時所得到的新材料、新理論而對佛學研究中的

一些重要的爭論和問題進行了澄清和討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佛

教史研究已然超出了單純的史料收集、考證之範疇，而是深刻地根植於研

究者的史學立場之中，體現出在近代這一轉型時期，新的歷史觀念和研究

法如何影響當時乃至後世的佛學研究；同時也反映出史學在現代化的過程

中知識領域和學術使命的變化。因而佛教史研究中所體現出的學術態度和

傾向、治學方法和範圍，史料運用以及敘述歷史的方式，既是其對傳統的

反思和回應，也是對中國面臨之現代化命題進行的思考。 

二、史學傳統與新變 

既然佛教史產生於不同的信仰背景和學術立場，又與當時史學的巨變

深切相關，那麼每一個特殊的佛教史書寫背後，有著怎樣相似或不同史

觀？ 

關於這一時期中國知識界的宗教興趣，葛兆光先生在他的〈孔教，耶

教，抑或佛教？〉一文中總結為兩方面的原因： 

                                                        
1
 張曼濤，《唯識學概論》，〈編輯旨趣〉，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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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為了回應西方宗教、科學，需要一個對新知具有解釋力的本

土宗教來提供必要的心理鋪墊和知識資源，他認為這說明了為何當

時的學者普遍將佛學和西方近代科學（如心理學、生理學等）聯繫

在一起。 

第二，在民族危機中，需要一種信仰力量來提振民眾信心。儒教過

於為人所熟知，且偏重於馴化，不能在人們心中引起陌生感的緊張，

這就促使知識階層轉向佛教來尋求「起信」的力量。2 

 
他進一步提出了三個更為具體的原因，其一是當時學者對佛教在日本

近代化過程中扮演之角色的誤讀，他們從日本的經驗中得到一個印象，即

信仰佛教可以現代化，佛教是可以改造社會的；第二是佛教提供了一套可

以用來解釋西方科學和理論的新話語；第三是佛教討論宇宙本原時那種不

斷瓦解固定視角和固執立場，向原初之處追問根本依據的方式，符合了時

人從理論上試圖「瓦解過去具有至高地位的意識形態話語霸權」的要求。3 

上述觀點，為當時知識界的「佛學復興」提供了一種解釋，但尚未說

明這股宗教興趣中為何出現了教史研究這一強勁的支流以及這種研究和當

時史學的變革有何關係。和其他歷史研究相似，對佛教進行歷史書寫的背

後，實際上核心是「傳統」二字，即史家如何定義傳統，尋找傳統的位置

以及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對近代學術和思想的考察，常常遇到傳

統力量與西方影響碰撞的情況。列文森（Levenson）以所謂「挑戰與回應」

的模式提出一種「外緣性」的解釋，即學者對自己的宗教和歷史的推崇，

是和他們理智上對西方所代表的普遍價值觀念的接收相對立的。也就是說

他們對於自身傳統的堅持，並不是出於理智上的信服，而是基於情感的繫

連或實用性的考慮。余英時則認為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有其演進的內在動

                                                        
2 葛兆光，《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頁 130-131。 
3 葛兆光，《中國宗教、學術與思想散論》，頁 134、14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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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對傳統的批判開始於內部，而非源自西方思想的入侵和刺激。近代中國

的傳統只是在政治、經濟等硬體的層面解體了，在軟體—價值體系上卻「死

而不亡」，而按照一種自主性的「內在理路」（inner logic）延續下來。4 

與思想史語境中的多維性相似，當代研究對這一時期佛教話語的變化

也有不同解釋。Viren Murphy 提出，近代中國關於宗教的話語實際上是對

以西方科學技術和意識形態為代表的現代性的反應；晚清知識分子中的部

分人看到了佛教和現代理性化的世俗世界之間的重疊，於是以佛教作為手

段與這一世界重新媾和；而另一部分人，則以佛教的邏輯話語對西方的現

代性進行批判。因此佛教對於這一時期的學者而言，本質上與傳統無涉，

而是一種「建構的宗教」（establishing religion）。5  而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則認為近代宗教視野下的改革主要是源於佛教和儒學等精神傳

統，而非來自西方的理性主義和無神論；雖然在具體的行動上常常有自利

性的社會或政治目的，但基本動因仍是致力於改良中國之精神狀態。因此

以士紳為代表的精英階層在自身理想的道德秩序受到來自「非道德」的宗

教行為之不斷挑戰時，並沒有轉向世俗，而是傾向於維護傳統的道德和價

值秩序。6 

那麼上述對於「歷史」與「宗教」的解釋是否符合佛教史研究的實際

情況？在佛教史研究領域，「傳統」與「現代」、「歷史」與「宗教」相互交

錯的情形如此複雜，以至於現有的任何史學或宗教學理論都很難以一概

之。應該承認，近代佛教史的書寫是基於研究主體的理性選擇：或源自對

佛教在文化中重要性的認識，或出於對佛教中所包含之邏輯話語在智性上

的信服。無論是學者還是信仰者，研究佛教史主要的興趣都不能歸結為情

感上的繫連或簡單的宗教熱情。在對文化和宗教命運的思考中，佛教史在

                                                        
4 參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增訂版自序〉、〈清代思

想史的一個新解釋〉，頁 2-5、344-347。 
5
 Viren Murthy,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Zhang Taiyan: The Resistance of Consciousness, 

p. 110. 
6
 Vicent Goossaert, 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 p. 33,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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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是作為「出口」被研究者選擇出來的。整體而言，近代佛教史

的書寫可以被認為是根據新的歷史理解和宗教話語而形成的一種關於「傳

統」的敘事。通過佛教史，學者和信仰者從學術或宗教的基礎出發，試圖

探詢佛教作為一種傳統資源的角色：在變動的思想格局中提供一種儒學之

外的新的認同基礎；或是提供認同之外的另一個立場，例如在思想史、哲

學中延續傳統並將其納入一種現代表達。 

從這一時期變化的方面看，首先，西方歷史觀念和方法對佛教史研究

的影響顯而易見。進步史觀和歷史主義等西方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人

們對歷史的看法。過去，中國的官方歷史之目的是以實例闡述「道」，即以

歷史保存對於上古聖賢的集體回憶，從而證明官僚系統統治的正當性，並

進一步提供人們行為的參考。但在清代以後，隨著此種正統史觀所依賴的

儒家經學基礎逐漸喪失其經典性，史學的範圍和使命也隨之受到根本懷

疑。
7
 那麼究竟何為歷史之使命與歸宿？學者開始通過一些新的學術話語對

此問題進行重新思考。實證主義的方法、比較文化學、歷史語言學等源自

西方的現代方法論賦予了歷史研究前所未有的開放視野。在這一廣泛的史

學新變中，佛教史書寫一個明顯的特徵，即是同樣放棄了過去以「教統」、

「宗派」和「經典」為中心的一種線性的內部傳承模式，而採用了西方經歷

了世俗化之後的歷史書寫方式。 

同時，在新的研究模式形成的過程中，除外來觀念的參與，也有對傳

統因素的反思。受儒家學說熏習的知識份子也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

了過去意識形態所面臨的衝擊，但是卻也不希望與傳統決裂。他們自然地

將目光轉向傳統中的其他資源。對於這批學者而言，歷史是一種關於存在

的思想，通過敘述歷史，可以解釋現存的知識形式，為現實世界中的衝動

找到一種早已內在於文化傳統的集體設計，並將這種集體設計作為個體的

深層背景挖掘出來。這就是他們所從事的文化「重建」之工作。因此在寫

                                                        
7 參見施耐德（Axel Schneider），《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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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佛教史的時候，學者們實際上是在思考佛教能否以及如何作為傳統之組

成的問題。如果從源頭和流變上對佛教進行一種歷史化敘事，就可以賦予

其「時間」和「意義」，並由此進一步解釋民族思想精神之構成與變化。所

以，對佛教史的研究可以看成是對傳統反思式的理解，而這一過程將其納

入了現代知識和學術的範圍。 

此時的教界也在變化之中，清朝末年所謂「佛教復興」的運動成為信

仰者進行研究的現實背景。以楊文會、太虛為代表的教內領袖試圖將佛教

改革為一種以經典為本、倫理性的、具有較強社會參與的宗教，也就是後

來所謂的「人間佛教」。為了推行佛化教育，促使信仰群體的擴大，乃至更

深層地介入世俗事務，就需要有能夠讓民眾信服的現代觀念下的佛教史。

在他們的實踐中，所謂西方的影響一部分來自於日本。一些教界研究者在

日人的基礎上改寫了中國的佛教史，這構成了佛教史研究最早的嘗試。另

一方面，來自於梵藏語言學研究也帶來了對印度佛教以及佛教原典的重新

認識。這些來自西方的思想，將現代學術的機制引入了過去僧侶集團內部

由師徒間口傳心受所主導的傳承系統。這種「學術化」的傾向，引發了類

似西方歷史神學的研究興趣。宗教界開始強調描述和解釋佛教教義的起源

及發展，以一種歷史的方式來考量從古至今人們如何理解教義，以及僧團、

宗派和教外環境的變化、改革如何對教義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 

隨著這種歷史思維引導下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佛教，尤其是漢傳佛教

的基礎也隨之有了疑點。佛教教義中的很大部分可能是翻譯或人為疊加竄

改所造成的「誤解」，對於這一部分偏離佛教原旨的撰述，是需要通過歷史

學進行辨偽和考證，從而予以釐清的。在面臨歷史的質疑時，這一研究群

體更為自覺的具備了一種「源流」的眼光。寫作佛教史並沒有讓佛教的教

義喪失其自足性，也沒有讓研究者因為教義的變化產生信仰上的鬆動和背

離，而是引發出一種教界內部的改革熱情。在他們看來，佛教史是加深或

鞏固對教義理解的必由之路，歷史對於他們而言，更可理解為一種教義之

論證、申發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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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近代佛教研究中對於佛教歷史的興趣，實際上是基於佛學

和史學發展與變革的本然要求。 

除此之外，知識群體對佛教史的興趣，還來源於不變的一面，即歷史

本身在傳統思想體系中的重要性。中國有著一個極為悠久和穩固的史學傳

統，即所謂的「以史為鑒」。這種史觀將紀錄史料與闡明其背後「道」這一

宇宙秩序聯繫在一起。和歐洲史學的傳統不同，中國史學的任務不是通過

考察特殊的史料來尋找斷裂背後的連續性，從而建構普遍規律；而是用歷

史上的實例來論證「道」的秩序如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顯示出其正確的形

式。因此，傳統史學以一種「褒貶」的方式，實際上從政治、倫理等多方

面證明了某一行為的有效性和正當性，並在一定程度上承擔了道德和真理

判斷的責任。也即是說，對於傳統史學而言，「真實」和「正確」是不可分

割地糾纏在一起的，歷史研究的對象不僅是發生了什麼，而且包括事件是

否符合「道」的標準。 

依據這種寫史和論史渾而不分的史學傳統，可以說在民國以前，佛教

是沒有「歷史」的，這裡的歷史當然是指正史。所以無論是佛教的僧傳、

燈錄等歷史記載，在過去經史子集的文獻四部分類法中都沒有進入過史

部。直到清代，中國對「宗教」依然沒有形成一個明確的界定。例如在乾

隆時期編撰的《四庫全書》中，佛道類的書籍被歸為「子部」，賀長齡所編

的《皇朝經文新編》中，信仰類的文章被歸為「風俗類」。也就是說，民國

以前的佛教史即使借用了正史的某些編寫形式和體例，卻依然不被視作嚴

格意義上的中國歷史的一部分。 

在民國時期，所謂的「道統」已經受到了根本的懷疑，但是歷史卻還

沒有喪失在整個話語體系中核心的位置。相反，放棄了原有的價值承擔，

歷史似乎還未進一步從經學的束縛中完全解放出來。但在西方歷史理論的

刺激和傳統的變革趨向下，已引發當時的學界對歷史的認識論和目的論的

反思。史學的基礎、時代使命和社會角色被重新討論，但寫史和論史的張

力卻依然存在。當正統史學面臨「道統」之危機時，佛教史卻較少受其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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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甚至逐漸形成一個新舊學術碰撞交替的空間。在此研究者們得以從一

個「安全」的位置來審視史學的發展。 

在這變與不變之間，佛教史的書寫從一開始就在根本上脫離於以「道」

為核心的正統史觀，卻依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傳統史學的「褒貶」精神，

歷史依然有「論」的功能，只不過依據的標準變化了。對歷史新的思考使

研究者意識到歷史可以講述一個過程，一個變化是如何發生和發展的，或

構建一種特殊性。總之，使人理解在當下發生了什麼。佛教的歷史，說明

了一種外來的文化在民族傳統的形成中發揮了何種作用，因而可以作為一

個絕佳的文化融合之特例，為中西相遇之情形和結果提供一個預判和參

考。雖然這不是傳統史論中的倫理和道德判斷，但是其邏輯和「以史為鑒」

的思路是一致的。 

總之，隨著舊史學體系的倒塌，在傳統資源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民族史

學的要求卻越來越強烈。這種新史學的實踐，不是以重寫正史的方式出現

的，而恰好是從新的歷史主題而開始的。作為現代學術的一個重要的領域，

佛教史書寫就是在如此複雜的背景下發生的。在過去的正統史觀失去權威

性，而新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再次統一史學界之前，晚清到民國恰好是不

同的新史觀引導下的歷史寫作不斷湧現且相互爭鳴之時期，因而也決定了

佛教史研究複雜的面向。 

要釐清這一時期佛教史研究的線索，就必須聯繫從清代開始的學術轉

型來進行考察。就佛教史而言，這種學術話語的變化集中體現在兩個問題

上。首先，如何判斷考証學在佛教史研究中的性質。 

美國學者 Elman 認為考証學取代了理學的道德話語，使學術從「追求

理想人格的完善轉向對經驗性實證知識的系統研究」，從而「以恢復人類世

俗生活尊嚴的學說取代超越性的『理』的哲學」。8 而余英時則認為，考證

學從思想史的角度說，其深層意涵是「儒學由『尊德性』的層次轉入『道

                                                        
8 艾爾曼（Benjamin Elman），《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

頁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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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學』的層次」，9 因此儒家傳統並沒有被拋棄，對考證的重視也不意味著

對高層次哲學關懷的冷落。 

民國佛教史的研究，也明顯呈現出這樣一種以語言學或者考證學為導

向的特徵，有的學者，如陳寅恪等，甚至是通過一種歷史語言學的方法在

進行佛教史研究。但是與上述學者的論述不同，佛教研究中的考證學方法

並不是對理學或儒家傳統的呼應或背離，但同時，不能不承認考證學同樣

意味著知識話語的變化。佛教史寫作中所關注的對佛經文獻的辨偽，對佛

教相關歷史事件的考證，其命意究竟何在？是單純為了說明歷史的真相，

是為了闡釋某種歷史哲學觀念？還是論證某一宗派的正統性？這是這一時

期不同佛教史研究中的一個顯著差異。 

其次，如前文所論，佛教史書寫背後是對傳統和現代的反思，那就必

然涉及到另一個問題，即佛教是不是中國傳統的文化之一部分，反過來說，

也就是如何在中國佛教史中，給予印度佛教一個恰當的位置。 

何建明在《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中指出，近代的佛學研究有一個突

出的「原典化」特徵。10
 佛教史既然有考鏡源流，回歸原典之任務，則必

然面臨一個問題，即到底何為原典。是原始佛教的考古資料？是巴利文、

梵文經典、是漢譯佛經，甚至是日本保留下來的佛教藏經？而在研究佛教

史時，是應該以印度佛教為參照，還是以漢傳佛教本身為參照？中國和印

度，二者中誰應該成為構建歷史系譜的標準？近代時期，在佛教被看成是

傳統的同時，另外一種聲音也出現了：即佛教始終應該是印度的。這一支

在玄奘、義淨以後逐漸被湮沒的潛流，卻隨著近代對文化的再審視以及史

學、佛學環境的變化而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立場。華、梵的對立在民國時

期的佛教史研究顯得極為突出。是以印度為中心或是原點，還是以中國為

原點來構建佛教史，是民國時期佛教史研究的另一個核心的差異。 

這兩個問題涉及到佛教史書寫的本質意圖和傾向，但是卻在最具體的

                                                        
9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頁 21。 
10 何建明，《佛法觀念的近代調適》，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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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細節和看似單純的史料考訂上亦有所反應，可見其影響至深。以圍繞

著《四十二章經》的論爭為例，可以具體說明佛教史在史學背景上的區別。 

三、《四十二章經》研究概況 

關於《四十二章經》真偽、年代、出處、性質的討論是民國佛教史諸

多爭論中相當有代表性的一個。當時參與討論的，基乎都是佛教史領域最

重要的學者。而這一話題在當時也激發出許多針鋒相對的論證，引發不少

學者之間的往復回應。 

根據張曼濤《現代佛教學術叢刊》，關於《四十二章經》的主要文章有

以下幾篇： 

 
梁啟超〈四十二章經辨偽〉 

胡適〈四十二章經考〉以及和陳垣的往來書信 

湯用彤〈四十二章經考證〉 

呂澂〈四十二章經抄出的時間〉 

印順〈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11 

 
以上討論的焦點主要有三點：第一，《四十二章經》是不是漢代的作品；

第二，《四十二章經》的性質是譯自印度佛經、是經抄還是漢人偽托所作；

第三，《四十二章經》究竟有一本還是兩本。 

更進一步，關於《四十二章經》的討論還涉及到了一些佛教史上重要

的問題。例如，「佛」與「浮屠」這兩個重要的佛學名詞的傳譯情況；佛教

的傳入是陸路還是海路，還有初傳期佛教與道教以及朝廷的關係等。12
 以

                                                        
11 見張曼濤，《四十二章經與牟子理惑論考辨》，〈目錄〉。 
12 參見葛兆光，〈「聊為友誼的比賽」—從陳垣與胡適的爭論說到早期中國佛教史研究的

現代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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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就梁啟超、呂澂和湯用彤三人的相關研究詳加論之。 

四、梁啟超：文獻辨偽與佛教中國化 

這一場學術爭論的發起人，是新學術的先鋒梁啟超。梁啟超此篇題為

〈四十二章經辨偽〉，可見其主要論點即此經是為偽作。具體而言，梁認為

「此經並非比照梵文原本翻譯，實撮取群經精要摹仿此土孝經老子，別撰成

篇。質言之，則乃撰本而非譯本。」，而成篇時間「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

東晉」，13
 即此經晚出。 

梁氏提出的理由有二：其一，根據教理和文字風格看，撰者應該是大

乘傳入後，精通老莊玄學的人所作。因此不應是後漢作品。其二，此經不

見於安錄，而梁僧祐《出三藏記集》中有載，據此可推定此經撰成的時間

最早不過吳，最晚不過東晉。 

在對《四十二章經》進行了簡單的考證之後，梁啟超迅速將討論的重

點擴大到所謂的佛教初入中國之輸入地的問題。他認為歷來的史家受到漢

明求法的束縛，都認為佛教是由陸路進入中國，然後由北方傳至南方；實

際上佛教應該由海路入華土，先盛行於南方。對於這一看法，一個明顯的

暗示就是史籍中楚王英奉佛的記載。梁啟超論述道：中國的學術和思想，

固然就有所謂的南北之分，北方重現世貴實行；南方則尚玄談慕出世，因

此，佛教必須先行於「老莊學派最發達之地」，有了這樣的認識才能明瞭佛

學在中華思想脈絡中的聯繫之跡。 

進一步比較佛教初傳期南北譯經的風格，則南方文字華美，北方文字

質樸。就佛教的大勢來說，北方宗教色彩濃，重信仰；而南方哲學色彩濃，

重理解。這恰好也類似於印度佛教分南北兩宗的情況，可見印度佛教各宗

皆傳承於中土。他最後總結到，各宗不同，但恰以各自之特色「光耀我思

                                                        
13 下引梁啟超關於《四十二章經》的論述均出自〈四十二章經辨偽〉，收入張曼濤，《四

十二章經與牟子理惑論考辨》，頁 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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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史」。 

縱觀梁啟超的論述會發現，雖然名為「辨偽」，但其用力之處，原本就

不在於考察史料之真偽，而是為了辯證佛教傳入中國的路徑和基本情況。

相對而言，在此篇中，梁啟超對《四十二章經》史料本身的考證便顯得相

當疏淺和草率。但是，就此判斷梁啟超認為史料以及史料的考證是不重要

的，則同樣不符合梁氏本意。相反，梁式之所以將《四十二章經》的真偽

作為一個可資討論的學術問題提出來，恰是由於他認為如果弄清了一些重

要歷史文獻的真偽問題，就可以明確佛教在中國傳布的總體趨勢。因此，

在梁啟超看來，考證學並不是佛教史研究的核心或重點；重新審視佛教的

歷史，不是還原史實或重建當時發生的事件，而是要描述和解釋過程以及

變化，是在整個歷史的發展中評估一些重要的事件和節點的意義和作用。 

同時，從他對佛教傳布在初期即有南北分野的觀點來看，他認為歷史

的變化，會有一個所謂的「規律」或者模式。在這裡，魏晉南北朝學術分

南北的模式不僅適用於當時佛教之大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佛教呈現出

如此面貌背後規律性的因素。梁啟超使用的解釋方式，實際上是認為歷史

事件的發生，比如佛教在中國的興起，是歷史中俱有必然性事件，其中有

一個可以用理性來解釋的結構，可以適用於某種「歷史哲學」或「理論」。 

除了這一總體上的史學觀念，在具體問題的討論上，梁啟超的論述尚

有幾點值得注意之處。第一，梁啟超似乎沒有把佛教看成一種宗教進行研

究。他甚至認為楚王英所信之佛教，不過是迷信而已，佛教教宗之建立，

則是因為教理的輸入，而非信仰實踐的開始或宗教儀式的確立。按照這一

思路，梁啟超的佛教史之寫作，必然將類似於一種思想史之考察，所謂的

佛教之修行實踐，叢林組織等，可能就不是他所重視的對象。所以梁啟超

此處實際上暗示了他對佛教的定位，並非是將其作為宗教看待，而是將其

看做一種思想。 

第二，他在論述中無疑採用的是一種「中國中心」或者可以說「中國

化」的思維。他把佛教的傳入過程放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中解釋，而且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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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將佛教和老莊進行了類比，認為二者是有相通之處的。他認為正是因

為中國有了老莊思想，才使得佛教能夠被接受。而佛教自進入華土，就與

老莊相互影響調和。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始終是中國文化佔據主導，其

次佛教逐步變成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佛教的意義，則主要方面在於光

耀我國思想史。梁啟超在這裡實際上強調了漢傳佛教的民族性和佛教作為

中國文化組成之一的歷史正當性，認為佛教不能被看作一種異質文化。 

所以梁啟超這裡的對《四十二章經》是偽經的指控，實際上是證明《四

十二章經》作為印度思想的偽，和它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真。 

由於觀察到佛教在日本近代歷史上發生的作用，從梁啟超的一些論

述，比如著名的《佛教與群治的關係》中，我們看得出他對佛教實際上抱

著一種期待，那就是信仰佛教可以改良社會，可以實現現代化，可以教化

人心。在梁啟超看來，這背後歷史的依據就是這樣一種史觀：即作為傳統

之組成，在儒家思想失效之後，佛教可以作為新的文化認同的基礎。 

梁啟超的此篇文章，提出了傳統反思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疑點，但並

非試圖在學理上形成某個完整或系統的理論。在史料的考訂上，本文顯得

相對簡略，結論的提出亦缺乏嚴謹的論證，因此其佛教史本身的研究意義

是有限的。但藉由作者在當時學術界的影響力，梁啟超將《四十二章經》

也就是漢傳佛教的來源問題當作一個學術問題提了出來，從不破不立的角

度而言，引發了眾多學者就中國佛教之本原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並繼而使

學者們開始思考如何構建佛教歷史這一問題。 

五、湯用彤：史料考證與傳統本位觀 

當時的學術界關於四十二章經的爭論在胡適、湯用彤和呂澂等學者的

參與下，逐漸成為早期佛教史研究上的一個重要論爭。 

湯用彤的〈四十二章經考證〉14 幾乎可以說是直接針對梁啟超的觀點

                                                        
14 下引湯用彤關於《四十二章經》的論述均出自〈四十二章經考證〉，收入張曼濤，《四



華人宗教研究 第五期 

-126- 

進行了逐一地反駁。此文後來成為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中

的一部分。湯在文章一開始就明確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一）經之早出 

（二）劉宋時期此經有兩本 

（三）此書疊經歷代之竄改 

（四）此經性質非偽書，而是源於小乘經典 

 
文章中，湯用彤對此經性質和來源的考察比梁啟超細緻了不少，他給出的

理由有以下幾點： 

（一）《四十二章經》這一種「經抄體」在巴利文經典中並不少見。比

如《法句經》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二）《後漢書》中有記載，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上書時，引用過

了《四十二章經》中「樹下一宿」，「革囊盛血」的典故。 

（三）至於道安經錄中為何闕載，湯氏給出的解釋是，雖然《四十二章

經》在後漢就已經被翻譯出來了，但是這個初譯本必然十分粗陋，很快在

支謙重譯之後就亡佚了。湯用彤針對梁啟超所指控的此經文字優美，不似

漢人作品一說，提出了此經有兩本的假說，現存的版本實際上是支謙的譯

本，即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中記載的版本。同時，他列舉不同版本的

《四十二章經》證明此經後世歷經屢次重譯，各版本文字都有差異。因此，

此經早期有兩個版本是合理的推定。 

（四）對於梁啟超所說的此經有大乘玄理，應該為精通老莊的人所作，

湯用彤直接指出：「此則未稽考本書版本之歷史而率爾立言。」湯用彤指出，

《四十二章經》的版本大致有三： 

 

                                                                              
十二章經與牟子理惑論考辨》，頁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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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麗本 

2.宋真宗本 

3.守遂本 
其中麗本與原本最接近，而守遂本則恣意改竄，大失本真，關於大乘的思

想也是這時候竄入的。湯用彤認為「守遂本與麗本《真誥》不同之最可異

者，不在文字之刪改，而在新義之增加」。 

（五）湯最後斷定此經性質，是由巴利文佛經直接翻譯而成，而其中與

老莊玄理相和之處，一是因為人心相同，所言之理也相似。二是因為老莊

道術，實則受到了佛教的影響。 

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湯、梁二人得出如此相左的看法？首先，從方

法上看，總得來說湯用彤用的是一種比較純粹的從史料出發的歷史研究

法，具體而言，使用文獻考據法，循求典冊，窮極流別，在歷史記載中尋

找能有解釋或說明文獻來源的證據和線索；其次，使用版本學的方法，通

過比較同一文獻不同版本的差異，來確定文獻的流變和變化的情況。這些

都是傳統學問的基底。值得注意的是，湯用彤在版本的考證中將巴利文佛

經作為比較的參照，顯示出當時史學研究中文獻範圍的擴大。這種方法，

實際上與王國維提出的所謂「二重證據法」在基本思路上是一致的。陳寅

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將這一史學研究範式歸納為：「一曰取地下之

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

三曰取外來之觀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15 

總體而言，湯用彤在研究中所使用的，無疑類似於一種建立在「中

外文化之材料，廣搜精求」16
 基礎上的多重證據法。以湯氏自己之概括，

可謂之：「且說者謂，研究佛史必先之以西域語文之訓練，中印史地之旁

通。」17 

                                                        
15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頁 219。 
16 湯用彤，〈評近人之文化研究〉，頁 276。 
17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頁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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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具體到此篇〈四十二章經考證〉，湯用彤並沒有直接使用比較語言

學的方法，即通過多語對勘比較巴利文與漢文《四十二章經》在語言文字

上的異同；而是籠統指出《四十二章經》所使用的文體常見於巴利文諸種

佛經之中。湯氏沒有列舉巴利佛經與漢文佛經具體的聯繫，這一點成為呂

澂對其研究進行批判的一個重點。 

其次，在從文獻學的角度為《四十二章經》的年代和性質提出一些客

觀的證據之後，湯用彤還試圖為《四十二章經》的傳布和變化提供一種歷

史解釋。在此過程中，湯用彤並沒有局限於文獻，而是相對大膽地作出某

種符合歷史邏輯的推測，且盡可能地使這種解釋能夠調和大部份證據。例

如《四十二章經》之所以是現在的面貌且出現一些年代上的疑點，是因為

此經在初期出現了兩個版本。其中文字優美的版本取代了文字粗陋的第一

個譯本。從湯用彤考證中列舉的證據來看，可知這一解釋實際上並沒有史

料和文獻學上的依據，只能說是基於研究對象可能之變化而以歷史經驗作

出的一種合理推定。 

總體而言，湯用彤對《四十二章經》的考證有三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第一，湯用彤並沒有把歷史當作一門完全客觀的科學，也沒有把判斷史料

的真實與否作為歷史學研究的重點。他所倡導的乃是一種有解釋力的史

學，用以說明某一種特定文化的發展變化情況。 

第二，雖然考證的對象是佛經，但湯用彤並沒有將重心放在佛經中包

含的義理上。在涉及到宗派之間的差異、佛經變化的時代背景和佛學與時

代精神的關係等問題上，他採取的方法也不是通過檢視經文義理方面的論

述來獲取某種解釋。他對《四十二章經》性質和地位的判斷是通過考察此

經文獻和版本上的流變作出的；而對其他佛教事件的闡釋則較多聯繫玄

學、儒學、道術、政治等外部因素，顯示出一種文化研究的傾向。 

第三，對於《四十二章經》版本的流傳、文字和內容上的更改，湯用

彤雖然承認了其屢經改竄的事實，但並未將這種改動以「作偽」一詞判斷

之。湯用彤在此是將史料的演變當作一個自然變化的過程來看待的；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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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和印度佛教的差異，湯用彤也將其看成兩者之間相互融合的結果，是一

種佛教自身的發展和革新。18 

以上三點實際上反映出了湯用彤的基本史觀。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

教史》的序言中，他十分簡單的談到自己的史學思想： 

 
中國佛教史未易言也。佛法、亦宗教、亦哲學。宗教情緒，深存人

心。往往以莫須有之史實為象徵，發揮神妙之作用。故如僅憑陳跡

之搜討，而無同情之默應，必不能得其真。哲學精微，悟入實相。古

哲慧發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約旨遠，取譬雖近，而見道深弘。故

如徒於文字考證上追求，而乏心性之體會，則所獲者其糟粕而已。19 

 
湯用彤認為，歷史的任務在於「得其真」，但是這個真並不僅僅滿足於

歷史的真實或者是還原歷史的真相，而是「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探討」。20
 因

此對他而言，年代、來源其實不是歷史研究的歸宿，僅僅搜討陳跡，只能

得到事實的真；而必須有同情之默應，才能得到文化之真理。其中「同情」

一詞暗示了佛教史研究不同於客觀的科學研究，有信仰背景者，固然可以

因信生慧，理解對象中的「宗教情緒」；但對於無信仰之學者，亦須做到在

當時的文化語境中來理解歷史，尤其是文化之間調和與衝突的地方，不能

以一己之立場妄論優劣。賀麟對湯用彤之同情說有如下解釋： 

 
他似乎多少採取了一些錢穆先生所謂治史學者須「附隨一種對其本

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的態度。他只是著眼於虛心客觀地發「潛

                                                        
18 參見湯用彤，〈印度哲學史略：中印文化的融合〉，頁 296-299。湯用彤在這篇提綱提

出，「文化，實指學術思想」，而中印文化之融合，即是二者相互影響，「非全面變更民

族文化方向，或整個替代；而為增加或加重某一部份或方面，但並非無新理加入。」 
19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頁 655。 
20 湯用彤，〈評近人之文化研究〉，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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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幽光」，設身處地，同情瞭解了古哲，決不枉屈古人。既不抨擊

異己之古人，亦不曲解古人以伸己說。21 
從這裏可以看出，湯用彤並不是從特定的立場出發，對某一歷史事件

作出真偽判斷，在他看來，此種做法無疑沒有充分對古人之行為給予同情

的觀照。他在論證文化之間的關係時曾引用《史記》中「居今之世，志古

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22
 之語，強調不能以今度古，這是歷史

研究的必須認清的一點。他對於文化的態度也是一樣。湯用彤避免對兩種

文化的主從地位進行評估，而是認為不同文化之間是相互適應、相互改造

的關係，採用一種中立的文化移植觀。他認為： 

 
外來和本地文化的接觸，其結果是雙方的。照以上所說（第三種文

化移植論），因為本來文化有頑固性，所以發生衝突。因為外來文化

也須和固有文化適應，故必須兩方調和。所以文化思想的移植，也

必須經過衝突和調和兩個過程。經過以後，外來思想乃在本地生了

根，而可發揮很大作用。23 

 
對於湯用彤而言，佛教恰好是不同文化衝突與調和的一個極為典型的

範例。他認為，中國的佛教，即漢傳佛教，實際上是藉由在歷史上的文化

來定義自己的。因此，他始終採用的是一種「相對主義」的立場。他反覆

通過所謂的「中印史地之旁通」來尋求和探索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的定位，

其史學立場背後，有一個文化特殊性的觀念。 

這裡和梁啟超顯著不同的一點是湯用彤完全沒有像梁啟超那樣，將一

個南北學術差異的模式套在佛教上。梁啟超是以普遍主義的立場，從歷史

                                                        
21 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頁 22-23。其中「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

出自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頁 1。 
22 湯用彤，〈文化思想之衝突與調和〉，頁 281。 
23 湯用彤，〈文化思想之衝突與調和〉，頁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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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理之間的必要關係出發進行歷史書寫，而湯用彤則是以事實為基礎的

史料學和利用證據比較來獲得特殊文化的真理性認識而來進行歷史書寫。 

因此，湯用彤十分激烈的批評梁啟超等人進行的帶有反文化和反傳統

傾向的所謂「文化研究」。他在《評近人之文化研究》一文中談到： 

 
今日中國固有之精神湮滅。飢不擇食、寒不擇衣，聚議紛紛，莫衷

一是，所謂文化之研究，實亦衰象之一。⋯⋯誹薄國學者，不但為學

術之破壞，且對於古人加以輕慢薄罵，若以仇死人為進道之因，談

學術必須尚義氣也者。其輸入歐化亦卑之無甚高論。……主張保守

舊化者，亦常仰承外人之鼻息。……維新者以西人為祖師，守舊者

藉外族為護符，不知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新舊殽然，意氣

相逼，對於歐美則同作木偶之崇拜，視政客之媚外，恐有過之無不

及也。24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和西方新知帶給其他學者的激動相比，湯用彤帶

有一些所謂「保守」的特徵。這和他不論是研究還是立身行事上皆和當時

的學術潮流與政治風氣保持距離的傾向也是一致的。前面已提及，他對《四

十二章經》的研究，實際上有一個將佛教教義和具體的考證區分開來的作

法，從而免除了佛教史研究為某一種歷史觀或世界觀提供論證基礎的功

能。在近似中性的具體歷史研究中，湯用彤既沒有以歷史來論證一種西方

的認識，也沒有觸及佛教的世界觀。那麼，湯用彤所說的真理到底是什麼

呢？可以肯定的是，他所說的真理，絕不是歷史變化的某種普遍性規律，

而是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古聖先賢之人格思想」。25 

湯用彤既然反對以西方文化的範式來淡化中國文化之特殊性，那麼其

「保守」的史學是不是意味著拒絕使用西方的理論呢？當然不是。湯用彤留

                                                        
24 湯用彤，〈評近人之文化研究》，頁 273。 
25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跋〉，頁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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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美國期間，曾受到了系統化的西方史學的訓練，對西方哲學史也甚為了

解。在研究中實際上結合了比較宗教學、文化人類學等不少西方新方法。26

翻譯了德國歷史學家愛德華‧策勒爾（E. Zeller）《古希臘哲學史綱》的賀

鱗就曾談到，湯用彤在《佛教史》的書寫中實際上搬用了策勒爾的模式，

並希望和文爾班德（Wilhelm Windelband）一樣，寫作一種「以問題為

中心的」的歷史。27 

透過策勒爾，可以看出西方歷史哲學對湯用彤的影響。首先，策勒爾

寫作古希臘哲學史，體現出明顯的尋找思想「體系」的要求。而在湯用彤

的佛教史中，也常常可以看到一種傾向，就是「研究者應統計全局」，
28
將

特殊與一般、整體與局部聯繫起來，既在宏觀上對時代之精神的把握，也

關注到個別具有重要意義的人物和事件，從而做出一種有完整意義的歷史

研究。學界普遍認為，湯用彤的漢魏佛教史是一部具有完整體系的著作，29

湯用彤自己在談到寫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主旨時也說： 

 
如果說重印這部書，對於今天一些從事於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工

作者還有少許參考價值的話，那僅僅在於它供給了中國佛教史的一

些比較可信的材料，它提出了中國佛教史發展變遷的一般線索，它

也還揭露了中國佛教史上某些重要現象。30 

 
其次，在涉及到佛學中的「理念」問題時，和策勒爾一樣，湯用彤使

用的是「體」、「用」二分法的方式，從本體論和目的論的角度加以闡釋。

                                                        
26 參見趙建永，〈湯用彤留學漢姆林大學時期哲學文稿探微〉，頁 105-112；趙建永，〈湯

用彤哈佛大學時期哲學文稿辨析〉，頁 33-39。 
27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頁 24-25。 
28 湯用彤，〈評近人之文化研究〉，頁 276。 
29 顏尚文，〈湯用彤的漢唐佛教史研究〉，頁 224。 
30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頁 2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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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湯用彤把文化定義成一種民族在「精神上之所結合」，和策勒爾一

樣，他對這種精神的歷史有著悲觀的判斷。策勒爾認為希臘哲學的理性主

義受到了來自東方的宗教的影響，不但東方希臘化了，希臘也東方化了，

這最終導致了希臘倒入宗教的懷抱，失去了理性精神；同樣，在對佛教歷

史總體看法上，湯用彤的基本觀點是「隋唐以後，外援既失，內部就衰，

雖有宋初之獎勵，元代之尊崇，然精神非舊，佛教僅存軀殼而已」，也就

是說他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隋唐以後的完全中國化了的佛教實際上也

走向了衰亡。 

由上可見西方哲學理論對湯用彤影響之深；他的研究實際上是在傳統

學術的根基上「窺西籍」的結果。31 不過，不論是在口頭上，還是在實際

的佛教史寫作中，湯用彤對西方理論的態度一直都是十分審慎的。他曾說：

「頗有一個私見，就是不願意說什麼好東西都是外國來的。」這也就引申出

湯用彤對「華梵之辨」這一問題的看法。和梁啟超「光耀我思想史」的「中

國中心」的史學立場不同，湯用彤的態度可以視為是一種「傳統本位」的

觀念。 

這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中國中心」的觀念樹立了在文化衝突中本

土文化一個勝利或者主動的地位，認為外來事物成為傳統文化之一部分的

歷史過程，是本土文化不斷改造外國文化，然後將外來文化同化的過程。

但是在湯用彤這裡，則是從一個多元主義或者相對主義的立場出發，認為

不同的事物，或者說不同的文化，從根本上而言是等值的。所以在面對西

方思想時，湯氏對其理論的闡釋力是持保留的態度，他不認為需要用西方

的某種史觀為傳統文化辯護；但同時，湯用彤並不守舊，他沒有將所謂的

「國粹」看成靜態的學術，而是承認其不斷變化的狀態，他認為歷史的任務

就是說明這種變化。比如前文提到的，他在《四十二章經》的考證中將文

獻的流變看成文化自然發展的結果；又如他對漢魏佛學的總體判斷： 

 
                                                        
31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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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有兩大系統，一為「禪學」，一為「般若」，禪學係根據印度的

「禪法」之理論，附會於中國陰陽五行以及道家「養生」之說；而般

若則用印度佛學之「法身說」，參以中國漢代以來對於老子之學說，

就是認老子就是「道體」。32 

 
在湯用彤看來，本不存在所謂「真正」的佛教或「真正」的中國文化

之說，在傳統（例如玄學）和外來文化（尤其是佛學）的關係上，湯用彤

始終認為兩種文化是在一個同等地位上相互影響和改造，因而須從一個比

較中立的角度來看待二者的調和融通。在他看來，這種文化的彈性調和恰

好是某一文化有活力的地方，也是其能夠構成一種演化變遷的歷史的原

因。如賀麟所說： 

 
湯用彤根據他多年來對中國文化學術史的研究和觀察，對於中國哲

學發展之繼續性，有了新穎而深切的看法。他一掃認為中國哲學的

道統在孟子以後，曾經有過長期失傳的偏狹舊說。他認為中國哲學

自來就一脈相傳沒有中斷。即在南北朝隋唐時代，當佛學最盛，儒

學最衰時期，中國人並未失掉其民族精神，外來文化只不過是一種

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國人利用之，吸收之，以發揚中華

民族性，並促進中國哲學的新發展。他這種說法當然是基於對一般

文化的持續性和保守性的認識。這種宏通平正的看法，不只可供研

究中國文化和中國哲學發展史的新指針，且於積極厲行西化的今

日，還可以提供民族文化不致淪亡斷絕的新保證，而於全盤西化聲

中，足以促進吾人對於民族文化之新開展的信心。33 

 
這段話歸納了湯用彤史學研究的特色和價值。以傳統為本位，湯氏通

                                                        
32
 湯用彤，〈漢魏佛學的兩大系統〉，頁 177。 

33 賀麟，《當代中國哲學》，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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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比較的方法，承認和重視傳統本身的特殊性和價值。這種立場在一定程

度上模糊了文化之間的界限和差異，但在一個革新的年代，大部份人都在

進行破壞性的工作，並試圖在新的地基上重建文化的高樓大廈時，這樣一

種文化認同的回歸無疑可以說是很有意義的，清醒的聲音。 

六、呂澂：漢梵比較與印度本原論 

呂澂的〈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一文，34 從標題上來看，似乎討論

的重點只是針對此經的年代問題，對於此經的真偽，則基本是採信的態度。

不過從全文來看，對《四十二章經》的性質，呂澂也作出了判斷。 

呂澂的基本觀點有以下幾個： 

 
（一）此經晚出。 

（二）此經只有一個譯本。 

（三）此經的性質為《法句經》經抄。 

 
從上面三點來看，呂澂的觀點竟然和湯用彤的幾乎完全對立。在出現時間

上，湯用彤認為《四十二章經》早出，也就是在東漢就已經抄出了；而呂

澂認為此經抄出時間不早於晉惠帝末年（306）。湯用彤認為此經有初譯本

和支謙重譯本兩個版本；而呂澂認為梁以前的《四十二章經》始終只有譯

本，也就是僧祐在《出三藏記集》中著錄的一本，不存在支謙譯本後出，

取代第一個譯本的情況。關於此經的性質，湯用彤認為此經是直接從小乘

經典中譯出的，也就是此經有巴利文原本；但是呂澂認為，此經是漢人從

漢譯本《法句經》中摘句而成。 

呂澂給出的理由如下：首先，此經雖然後來屢經改竄，但是「原本」

                                                        
34
 下引呂澂，〈四十二章經抄出的年代〉，均出自張曼濤，《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四十二章

經於牟子理惑論考辨》，頁 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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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本。費長房在《歷代三寶記》中提出此經有支謙重譯本，見於「別

錄」，與所謂的原本「小異」。呂澂提出，「別錄」中所有的支謙譯經都已經

被僧祐收入《出三藏記集》，所以費長房所見的，就只有支謙的譯本，所謂

與「原本」比較，本就是不可能的。 

其次，呂澂認為，就《四十二章經》的性質而言它確實是一種經抄，

那麼就必須說明它所出的大部為何。用《法句經》的多個漢譯本與此經比

照，可以發現，無論是《四十二章經》「佛言」的體裁，還是具體內容都與

《法句經》極為相似，因此，此經的性質可以判斷為是從漢譯本《法句經》

中抄出。呂澂在文章後面，還以附錄的形式給出了《四十二章經》與《法

句經》的對照表。 

然後，呂澂通過判斷《四十二章經》是從哪一個版本的《法句經》中

所抄出，以來判斷其年代。呂澂指出，從《法句經》梵本的流變看，在迦

膩色迦王同時的法救，在五百偈的《法句經》原本的基礎上，補充了內容，

增加了品目，還加入集解，成了「譬喻」的體裁。這個改訂本在其後被各

部派採用（從這裡可知，此本傳來漢土，最早也是漢靈帝末年）。另外從《法

句經》〈序〉的記載中可以見到，漢末曾有法救改訂的《法句經》漢譯本出

現，這個漢譯本渾漫敷衍，顯得十分凌亂疏漏，完全沒有印度著述中那種

精嚴的風格。而譯者曇果，是漢末傳來法藏部經典的唯一一人，所以他所

翻譯的《法句經》，依據的應該就是法藏部所傳的版本。將這一版本的《法

句經》與《四十二章經》比較，可見《四十二章經》從結構上而言也是鬆

散渾漫，加之包含有法藏部《法句經》所有的部派特徵，因此，《四十二章

經》的來源，就是漢末翻譯的這一部法藏部《法句經》的漢譯本。 

再次，判斷了此經不可能為後漢時譯經，呂澂進一步說明此經抄出的

具體時間。在僧祐《出三藏記集》中記載「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經」，見於「舊

錄」。「舊錄」應該是道安最流行的一本經錄。而根據文獻中記載的支敏度

《經論都錄》的起訖年份可以判斷，「舊錄」就是支敏度的這一本《經論都

錄》。這一判斷，呂澂和梁啟超在〈四十二章經辨偽〉中的判斷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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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一經錄的時間（晉成帝末年，342 年）以及《老子化胡經》（成書於

晉惠帝末年，306 年），可斷定《四十二章經》成書必然在西晉後期到東晉

這一段時間。且此經在序言中有一句「昔漢孝明皇帝」，這個所出來的「漢」

也暗示了此經是漢代以後才產生的。 

最後，對於湯用彤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也就是後漢襄楷上書中所引「樹

下一宿」，「革囊盛血」的典故，呂澂也給出了解釋。他認為，這兩個典故

只是和《四十二章經》類似，並非直接來源於《四十二章經》。因為《法句

經》的素材來源於《增一阿含》，這兩個典故也是從《增一阿含》而來。而

《增一阿含》在安世高時期就已經有《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的譯本，所以襄

楷上書所用的典故不一定就直接源於《四十二章經》。 

概括而言，呂澂的這篇文章，顯示了他與其他學者不同的一些學術特

色。 

第一，呂澂在這篇不長的文章裏，提供的信息量卻很大。他所用的材

料，幾乎沒有任何歷史文本和史學類的文獻，而幾乎完全是佛教經論的相

互比照。如果說使用教外材料可以算是一種「他校」法，那麼呂澂在這裡

所用的就是一種「本校」法。在文獻的考證上，和其他的學者是有著很大

的區別。 

第二，從史學方法上來看，呂澂使用了校勘學中版本學、目錄學的方

法，這都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特徵，但是他通過經錄、版本所做的「辯章學

術，考鏡源流」的工作，卻是落腳於印度佛教這個源頭。他的整個思路，

就是說明《四十二章經》和印度佛經的源流關係。 

呂澂和湯用彤這種學術上的分歧，突出反映在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

朝佛教史》送審「民國教育部」的「著作發明及美術獎勵」時呂澂的〈審

查書〉。湯用彤的《佛教史》在這一次評獎榮膺哲學類唯一的一等獎。其評

審人一個是「學衡派」歷史學家柳詒徵；另一個就是呂澂。二人對湯用彤

此書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評價。柳詒徵認為湯著符合評選的調教，且在一些

章節「尤見特識」、「尤極精微」，有「發明創造」，故可列為一等；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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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澂認為湯著「取材博而不精，論斷泛而寡當，儘敘次有緒，可資參考而

已」，因此應該列為三等。35 

柳是著名的「學衡派」歷史學家，但研究基本與佛教無涉；而呂澂則

於支那內學院專治佛學，兩人對湯著評價如此相左，是不是可以說明湯用

彤的研究滿足歷史研究的要求，但是卻不能稱之為合格的佛教研究？又是

不是進一步暗示了呂澂本人的研究路徑是一種宗教學的研究而非歷史研究

呢？ 

首先，必須回到呂澂論證《四十二章經》的目的。總的來說，呂澂研

究佛教史的目的在於弄清中國佛教的源流。在漢傳佛教的歷史上，《四十二

章經》被稱為「漢譯佛經第一」，所以是佔有一個源頭的地位。弄清楚《四

十二章經》的年代、真偽、版本這些事實層面的信息，在呂澂看來，是對

理解這部經的義理極為重要的，而理解其義理，則可以理解中國佛教義理

的源頭。所以，考察這部經的史實之真偽，在呂澂看來同樣不是最後的歸

宿。歷史文獻和歷史事實對於呂澂來說，實際上是達到理解經典義理的「方

便」。那麼是不是呂澂進行的實際上是佛學研究？也不是。雖然呂澂自己是

有信仰背景的居士，但他在這裡所表達的立場大致是這樣的：瞭解佛教的

義理，不是出於傳播和勸服信仰的目的，而是為了從中間歸納出佛教教義

變化的線索，也就是說為了寫作一個佛學思想的歷史。從這個角度上來說，

精確解讀佛學的義理，尤其是義理被反覆闡釋甚至「誤讀」的情況，是瞭

解佛教自身發展過程最重要的步驟，實際就是說義理也是歷史的「方便」。

正因為如此，對於《四十二章經》這一部儘管從義理角度來說不是很重要

的經典，呂澂仍然認為其是漢傳佛教的「樞紐」。36 這就是從歷史的角度給

出的判斷。 

其次，是呂澂對史料的態度。實際上，對待史料呂澂是極為客觀的。

從他對《四十二章經》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他主要使用的是文獻學的方法，

                                                        
35 呂澂、柳詒徵，〈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審查書〉，頁 5-10。 
36 呂澂、柳詒徵，〈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審查書〉，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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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字詞、版本等各個層面對文本進行內部考察。這和傳統的佛教歷史書寫

極為不同。歷代的佛教史寫作，具有非常典型「疑古」派歷史學家顧頡剛

所說的「層累」現象，僧傳、燈錄等被看作傳統佛教史的文獻資料中，包

含有大量傳說和神異的成分，常常導致歷史事實和文獻記載的變形和歪

曲。對於這一部分的材料，呂澂作為一個具有宗教信仰背景的人，卻基本

持不採信的態度。他的主要方法是通過反覆考察佛經傳譯的情況和主要僧

人、佛教各教派的活動來尋找佛教本身變化的過程，並在檢視前人的史料

時，有意識的排除並釐清一些後人（尤其是漢人）附會上去的內容。從呂

澂治史的風格上看，他實際上是以一個教內人士的身份在改革佛教史的書

寫，並試圖建立起一個新的佛教的「信史」。 

既然呂澂把檢視佛教的史料作為構建可信的佛教本身之歷史的途徑，

那麼呂澂的佛教史背後就必然沒有一個來源於教外的世界觀的預設。如

此，在呂澂看來，歷史的使命到底是什麼呢？在作為傳統之基礎的儒家思

想正失去其正統性和合法性，幾乎從根本上衝擊並且改變了當時知識階層

之精神結構的特殊時期，由於有佛教這個信仰，呂澂所感受到的這種文化

認同的危機相較於這一時期的其他學者而言要小得多。甚至可以說，這時

候楊文會、歐陽竟無和呂澂等具有居士身份的學者看到的，更多的是佛教

可以取代儒學在新社會的形成過程和國民信仰的再造中發揮前所未有之作

用的機遇。所以，在呂澂看來，佛教史的書寫不是為了說明一個來源於西

方世界的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也不是為了回歸中國特殊性的本土傳統，

而是為了給社會提供一個真正正確的佛教，他是通過歷史的考察，回到佛

教的本原，從而告訴世間的有情及人什麼是真的佛教信仰，用熊十力之語，

即為「於末俗中支撐正教」。37
 宗教信仰毫無疑問，是一種強大的認同基礎。

因此，呂澂佛教史寫作的歸宿也是為了構建起普遍的認同，而這種認同，

就是信仰本身。 

呂澂在對熊十力的覆信中進一步申說自己治佛教史之宗旨： 

                                                        
37 熊十力，〈致呂澂書（1943 年 3 月 10 日）〉，頁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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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弟所得者，心教交參，千錘百鍊，絕非如兄想像「治經論」

三字便可了事也。弟依止吾師，卅載經營，自覺最可珍貴者，即在

葆育一點「存真求實」之精神。38 

 
從上引文可以看出，佛教史對於呂澂而言，本質上是一門「存真求實」的

學問，而且還是相當純粹的真實。這一真實就是佛所說的法。為了求得佛

所表達的最本真的意思，就必然要求回到佛祖之原意，也就是印度佛教之

原典。所以和梁啟超「中國中心」及湯用彤「傳統本位」的態度不同，呂

澂在華梵之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可以說是一種「印度本原」論。呂澂在

支那內學院的工作總結中曾經提出了所謂的「真實之學」和「為人之學」

作為內學院的理念。其中談到「真實之學」時他說： 

 
因為我國傳播的佛學乃經翻譯而來，文字上、理解上，種種隔閡，

一向是多少走失了原樣，必需先把研究資料徹底整理得其真實，才

會見到佛學得本來面目。39 

 
這段話不但反映出了呂澂對歷史功能的基本認識，也反映了他對中國佛教

和印度佛教之關係的看法。在呂澂看來，中國的佛教由於傳譯的關係，實

際上是對印度佛教的「誤讀」，佛教許多真正的教理在這一過程中都被篡改

和歪曲了，而對於近人以玄學或西學解釋佛學，呂澂同樣認為有違於印度

佛教之本原，實為一種根本的錯誤： 

 
俗見本不足為學，尊論卻曲意順從。如玄哲學、本體論、宇宙論等

云云，不過西歐學人據其所有者分判，逾此範圍，寧即無學可以自

                                                        
38 呂澂，〈致熊十力書（1943 年 4 月 12 日）〉，頁 467-468。 
39 呂澂，〈內學院研究工作的總結和計劃〉，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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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而必推孔、佛之言入其陷阱？此發軔即錯者也。40 

 
在呂澂的批判背後，有兩個重要的暗示：首先，印度佛教是進行一切

闡釋的基礎，處於一個根本位置，而中國佛教的種種發揮，都是對佛法不

正確的理解。其次，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是涇渭分明的，有明確的界限和

區別，一定要弄清楚什麼是印度佛教的原意，什麼是漢人的附會或曲解。 

正是出於這樣的立場，呂澂在《審查書》中針對湯用彤佛教史研究時

批判道： 

 
至於因我國佛教與玄學有關，遂從體用漫為論斷，既謂佛說真如同

於本體，又視大乘妙諦法性法相無往非體用一如，甚至推論終生一

見佛性煩惱即是菩提云云。實則佛教從無本體之說，法性法相所謂

真如實相者，不過謂其「轉依」工夫之所依據，而在工夫中染淨因

果絲毫不可紊亂，安有即煩惱而為菩提者哉？著者固嘗以體用相即

為我國佛徒之言，卻又以為印度學說亦復爾爾。是則佛教云者，無

華無梵，無古無今，全屬同一面目，復何有於歷史說歟？此實著者

對於佛教最為誤解之點，亟有待於矯正者也。41 

 
而就具體的對《四十二章經》的理解而言，呂澂也批評湯用彤不能瞭解印

度佛教中「離垢心」得解脫的說法，對此經宗旨的說明十分空洞。42 

可見，呂澂對湯用彤批評的重點，就是他認為湯用彤因為對印度佛教

沒有充分的瞭解，因而不能了解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的流變關係，更無從

理解佛法的真相，從而導致了「無華無梵」的謬誤。 

作為佛教內部的改革派人物，出於信仰，呂澂自然地採取了這樣一種

                                                        
40 呂澂。〈內學院研究工作的總結和計劃〉，頁 464。 
41 呂澂，〈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審查書〉，頁 6、9。 
42 呂澂，〈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審查書〉，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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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本原」的史學立場。而回到印佛教之本，也讓他大膽地將歷來被視為

經典的諸多漢傳佛教典籍作為批判的對象。他批評湯用彤的所謂「煩惱即

是菩提」就是從《大乘起信論》而起的對佛教的最大誤解—「本覺」思想。

他在後來與熊十力的激烈論爭中，多次闡發佛教之本是自性涅槃，也就是

「性寂」，而非自性菩提，也就是「性覺」；且佛教中從來沒有「體」、「用」

二分的本體論和目的論。他指出： 

 
中土偽書由《起信》而《占察》，而《金剛三昧》，而《圓覺》，而《楞

嚴》，一脈相承，無不從此訛傳而出。流毒所至，混同能所，致趨淨

而無門；不辨轉依，遂終安於墮落。43 

 
這同時也是呂澂對中國佛教歷史發展趨勢的總體看法。 

七、結論 

近代佛教史寫作，既是對前代傳統學問之繼承，又有新理論和方法之

拓展，可謂開闢一新的學術領域。作為一個專業性極強的領域，佛教史卻

以諸多與時代環境相關的根本性問題作為思考的邏輯起點，而涉及到學術

傳承和創新的種種方面，是在新的歷史觀念和宗教話語的共同作用下產生

的一種關於「傳統」的敘述。 

第一，佛教史的書寫處於史學傳承與變革的背景之下。從變化的角度

來說，過去史學的根基隨著儒教經典性地位的喪失而動搖，將史學的復興

推向了文化重建的前端。一方面，西方理論的進入使民族史學吸收了新的

論說話語和研究體系；另一方面，民族文化的衰亡危機引發了學者們對傳

統資源全面的反思。在西方觀念的衝擊和對傳統的普遍懷疑下，佛教史的

重寫，承擔了史學的重建使命。同時，宗教界的變革也促進了佛教學術化

                                                        
43 呂澂，〈致熊十力書（1943 年 4 月 12 日）〉，頁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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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傾向，歷史研究法成為建立可信仰之宗教，從而構建國民信仰的一個重

要途徑。故而佛教史研究在宗教復興和改革的進程中也成為不可忽視的力

量。從不變的角度來說，史學的基礎雖然變化了，但是這一學科在學術系

統中的重要性並沒有減弱，歷史在構建民族認同或其他共同思想立場上的

作用反而更加突顯。歷史之「褒貶」精神呼應了時人處理文化衝突和理解

眼前之變化的訴求。佛教史研究涉及到的許多問題， 都可以從「以史為鑒」

的思路中得到啟發，因而佛教研究的史學擔當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極大強化。 

第二，近代佛教史研究集中於兩個焦點：其一，寫史與論史的關係，

也就是如何處理史料和史觀的問題；其二，歷史研究的起點和標準，也就

是以中國還是印度作為歷史敘事之原點的問題。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回答，

構成了佛教史研究不同的面向，引發了爭鋒相對的論辯。 

第三，具體到考察這一時期圍繞《四十二章經》的爭論，可見對應於

這兩個焦點問題，當時的學術界存在著三種不同的態度：其一是梁啟超之

「中國中心論」，認為中國之本土思想在相當程度上改造了佛教，使之進而

成為了本國思想史的一部分；《四十二章經》就是這一改造之典型，因此就

性質而言其為出自漢人之手的偽經。通過歷史，可以尋找到佛教中國化過

程中的演化規律。他是以一種普遍主義的立場，從歷史和原理之間的必要

關係出發進行歷史書寫。其二是湯用彤之「傳統本位論」，主張本土文化和

外來文化是處於平等之地位而相互影響的。史料的變化是一個自然變化之

過程，其背後是多元主義或相對主義的文化觀。在歷史書寫中，不需要引

入西方的史觀，也不需要在印度和中國之間界定孰為佛教之本原。湯用彤

是以事實為基礎的史料學和利用證據、比較來獲得特殊文化的真理性認識

而來進行佛教書寫。其三是呂澂之「印度本原論」，認為歷史文獻和歷史事

實是論證佛學真正義理的途徑，通過排除史跡中受到篡改的不真實成份，

可以回到佛法本真，建立佛教之「信史」。作為信仰者，呂澂的歷史書寫中

沒有教外的其他史觀，他認為佛教史之使命就是以真正的信仰提供給世人

一個新的共同精神基礎。重寫佛教史，要回到印度佛教的原點，恢復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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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之真理，從而祛除本土文化與佛教本原之間的隔閡，還原佛教之根本

面目。 

圍繞《四十二章經》的論爭，並不僅僅只涉及到上述三位學者。胡適、

陳垣等也對此有過針鋒相對的辯論。民國佛教史研究複雜的狀況，在這一

個看似細小的學術問題上即有了充分的顯現。 學者們儘管立場、觀念、角

度不同，卻都反映出佛教研究越來越偏重歷史的傾向，這是近代史學、佛

學革新的結果，是考察這一時期學術史、思想史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從

史學史的角度對此進行考察，不僅在於勾勒近代佛教史之概況，更為重要

的是從中探究一個舊學術和新學術的交接問題，以及與之相伴的經典之演

繹、文化之重構和民族之認同等諸多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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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and Focuses of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China: A Historical 

debate on The Sutra in Forty-two Sections 
 

Peng, Qin-Qin* 
 

Abstract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in modern China, as one part of the revival of 

Buddhism and reform of historiography, develops under the dual impact of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and foreign intellectual trends. Due to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viewpoints and faith positions of the scholars, this branch of study not only dealt 
with data collection and textual criticism, but also quickly gained in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closely linked with almost every significant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hip, such as the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behind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seeking to explain how the 
scholars were re-thinking about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study and how they 
were redefining Chinese tradi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phenomen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f Buddhism, there are two issues need to be elaborated 
upon,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historiographical 
concepts; the other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se two issues lead to opposite views and conclusions. A debate 
between Liang-Qichao, Tang-Yongtong and Lü-Cheng around “The Sutra in 
Forty-two Sections”, for example, can illustrate how the different historiographical 
tendencies largely determine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writing of Buddhism. 

 

Keywords: Buddhist historiography, Historical concept, Tradition, The Sutra in 
Forty-two 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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